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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和政治录用过程中，一个较大的争论是，政治吸纳模
型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政治录用模式的变化? 文章通过分析六届全国人大之后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个
体属性数据发现，自六届全国人大开始，政治吸纳确实构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录用过程中的一个明显趋势。但
是，政治吸纳的整体比例仍然只占全国人大代表的小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录用过程中更为明显的趋势
是，以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为主要标志的结构优化。政治吸纳和结构优化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代
表政治录用的变化趋势。文章在通过吸纳和优化来进一步解释政治录用机制的变化的同时，也为理解全国人
大的职能变迁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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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体，新中国何以能够在经济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长期维持政治稳定?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显然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政策措施( 亨廷顿，1989; 沈大伟，
2011) 。在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对应的制度结构和政策措施建立联系之时，一个重要的解释路径
就是政治录用理论———关于一套政治体系如何挑选成员进入政治体系承担专门角色的理论体系。在现
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政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沟通一道，被认为是让一套政治体系得以维持和
适应的三项基本功能之一。其中，政治录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录用有助于在体系层次上决定谁将拥有政
治资源，在过程层次上决定政治体系的容纳范围和担当政治角色者的代表性( 阿尔蒙德、鲍威尔，1987) 。

在将这种通用的框架用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时，相当一部分早期研究都是以一种“积极分子—干
部—党员”的框架来观察执政党的政治录用，考察的对象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录用体系( 阿尔蒙德、小
鲍威尔，1993) 。1979 年之后，随着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升，一些学者开始
关注各级人大代表的录用机制。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政治录用变迁模式时，使用的一个
最主要的模型就是政治吸纳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要点为，197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已经
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经过革命性改造之后，主要是以一种调适性的改革来应对环境的变化。这一变化在
政治录用方面的体现是，以包容化为原则，通过吸纳新兴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方式来更新组织系
统( Dickson，2000 － 2001) 。一些国内研究者也认为，对新兴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吸纳，对保
持中国的政治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黄金辉、魏倩，2017; Sun，2014) 。在人大代表的政治录用机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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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不但细化了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吸纳过程，而且揭示了相关的后果( 孙明、吕鹏，2019) 。
但是，另外一些以中国政治为研究重心的学者，则反对将政治吸纳模型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政治录用

研究。在他们看来，以一些威权政体为案例而发展出来的政治吸纳模型的核心在于统治者如何通过吸
纳过程来识别和安抚潜在的政治反对派( Gandhi，2008; Gandhi ＆ Przeworski，2007; Malesky ＆ Schuler，
2010) 。对中国的人大代表录用模式而言，包容化虽然构成了 1979 年以来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政治录用
中的一个基本趋势，并且逐步累积出了更加活跃的代表角色，但是各级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都保持着
对现行政体的基本忠诚( O'Brien，1990、1994 ) 。而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一批更具有履职能力的
潜在群体吸引进入代议机关，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套新的政治选择机制的建立。只不过一些研究者认为，
这一套新的政治选择机制的要义是在执政党的选择与选民的选择之间实现了有机结合，将部分选择权
交给选民，从而产生了一批“好代表”( Manion，2015) ;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核心要点在于新的政治
选择机制通过为试图进入代议机关的成员提供部分租金或特权的方式，确保他们的忠诚并激发他们的
活力( Truex，2016) 。

从政治选择角度对中国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进行研究，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级
人大代表的录用过程的理解。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上述两种机制的存在。不过问题在于，在当代中
国的选举制度之下，只有在采用直接选举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中，选民的选择才有可能。因此，这
一结论很难推导到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录用模式。通过租金和特权的解释，也主要局限于企业家，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 Hou，2019) 。后者明显难以解释各级人大代表之中的民营企业家之外的代表。

显然，在对中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录用模式研究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用政治
吸纳模型来理解中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录用并且可以据此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另一种观点在反对使用
政治吸纳模型的同时，所提供的政治选择模型的适用空间也比较有限。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
也体现为关于代表结构中的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分歧。由此而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在理解中国
各级人大代表的政治录用机制时，到底是否可以采用一种政治吸纳模型来理解?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
但有助于澄清当代中国人大代表政治录用过程中的具体机制，同时也可以在选举研究和代表履职及代
议机关的政治绩效的研究之间建立桥梁，从而通过政治录用的研究在代表产生与政治稳定之间建立起
一条更为清晰的解释链条，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二、研究设计

本文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可以采用政治吸纳模型来理解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的录用模式的变迁。
吸纳是指为了避免威胁到组织稳定和生存情况的出现而把新成员吸收到组织的政策制定机构中的过程
( Selznick，1949) 。根据这一定义，在组织发展面临新环境时，吸引新成员的加入是一种常规选择，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吸纳的对象一定是潜在的反对者或挑战者。同时，以一些威权政体为证据而建立起来的
政治吸纳模型，显然是缩小了政治吸纳的范围。因此，狭义上的政治吸纳模型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代
中国政治的录用过程，但是原初意义上的政治吸纳模型则完全可以用来理解中国的政治录用。前期研
究中用政治吸纳模型来研究执政党对新兴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吸纳，并没有将这对象看成是潜
在的反对力量( Dikson，2000 － 2001) 。

历史上，通过代议机构来吸纳新兴的社会阶层，曾经被认为是一条成功的执政经验。这一经验首先
起源于在延安时期通过普选和“三三制”原则在各级参议会中吸纳工农群众之外的新力量。在新中国
成立前后，曾经通过各级代议机构，即人民代表会议来吸纳被纳入人民范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在历史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通过统一战线模式将特定的新兴阶层吸纳进代议机构，是中国共产
党革命和执政过程中的一条基本经验。

但是，无论是在代议机构内外，还是由统一战线所构造出的政治吸纳的成员，显然并不是构成代议
机构的全体成员，甚至不是主体部分成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决定了，进入代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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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主体成员只能是工农及其代表。在传统成员构成主体的背景下，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在采用吸
纳策略的同时，在逻辑上还可以采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对原有成员进行结构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
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该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选
举法》则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的要求进行分
配。全国人大代表具体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分配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代表的名额时，除了确定代表名额总数并依据选举法的规定确定妇女代表的最低比例之外，还会对
某些特定的群体设定比例。1954 年以来，这一比例设定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届和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选举之前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比例规定 ( 孙龙，2020 ) 。对于本文所强调的吸纳和优化对象而
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进行代表名额分配之际并不一定会设定明确的比例结构，而主要是根据中国各级
人大代表选举所要求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原则，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具体的吸纳对象和优化指标。

在代表吸纳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和治理实践，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挑选过程中的两个原则都为新阶
层的进入提供了空间:一是代表的广泛性原则的适用，在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为新阶层提供了空
间;二是代表的先进性原则，为那些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新涌现的先进人物提供了新空间。早
在改革开放之初，吸纳新阶层就已经构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录用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 杨尚昆，
1983) ①。在结构优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级人大挑选人大代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重视提高
代表的素质，逐步改善代表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为了适应履职所需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
要求而不断提高代表的文化程度并合理化年龄结构，同样是一项长期努力的任务②。因此，无论是吸纳
还是优化，都是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一些基本的比例和指导性原则，然后再由各省级人大在上述比
例和原则的要求之下，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

结合政治吸纳模型的初始含义和中国人大代表录用模式的变迁过程，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政治选择
模型:吸纳与优化。吸纳与优化的并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大代表录用的两条平行线。

据此，我们在考察政治录用过程中的吸纳模型时，只需要确立一个基本标准，即改革开放以来有哪
些先前没有成为人大代表的新人进入了人大代表行列之中。在检验优化模型时，则只需要考察历届人
大代表中，除吸纳对象之外的其他成员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变化。为了更为充分地展示这些机制，本文将
选取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一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国的五级人大中代表数量最多，可
以充分展示多样性;二是全国人大在中国五级人大中层级最高，而且其代表的范围来自全国各地，可以
在最高和最广泛的范围内呈现结果。

三、政治吸纳模型

如果以 1983 年为界，我们在数据中识别出的新阶层代表的职业身份主要包括这样不同时期的几种
类型③: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在农村中涌现出的大型承包户、专业户、万
元户等致富带头人;在城镇则主要包括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个体户和农民工( 虽然农民工的大量进入是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之后，但是在早期的几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就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而且有些农民工后来还
成功地转型为企业家) 。二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的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工作人员。
三是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而兴起的律师、会计师、志愿者和各种民办学校、医院或其他公益机构的
代表。

—21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 2021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广泛性和先进性原则，可参见:杨尚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1983 年) 》，http: / /www．
npc． org． cn。

相关情况可参见:陈丕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1988 年) 》，http: / /www． npc． org． cn。
因篇幅所限，本文数据样本基本信息省略。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首先出现的新阶层代表其实是农村的承包户、专业户和万元户等致富带头人。
虽然在传统的各届人大代表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存在，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承包户、专业户和万元户的新
特征在于，他们已经不是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劳动者作为劳动模范而成为代表，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新
时代响应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家庭经营户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数据显示，在六届全国人
大代表中，新兴阶层的代表一共 17 人，其中 16 人为农村的致富带头人，1 人为城镇的个体户。在农村
的致富带头人中，已经有 3 人的经营范围超出了传统农业:江苏代表团的黄斌钊，作为农民已经开办了
带锯厂、木器厂和小酒厂;浙江代表团中渔民出身的沈志荣，也已经在这一时期开办了养殖场。唯一的
个体户代表是四川省合川市合隆镇的杨儒献。在随后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则逐步在农村出现了新
型的合作社或农场的负责人。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城乡涌现出的新社会阶层的吸纳，在农村主要集中
于致富带头人，城市则主要集中于个体户。随后，对农村新阶层的吸纳表现为对致富带头人和新型合作
社负责人的平行吸纳。整体而言，对初期新兴阶层的吸纳在八届全国人大之后呈递减之势，十二届全国
人大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

对城乡新阶层的吸纳显然不只是前述的农民致富带头人和个体户。在随后的吸纳过程中，对城乡
新兴阶层的吸纳主要集中于三个群体:民营( 含外资) 企业家( 董事长和总经理) 、管理及技术人员和农
民工。

在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首先出现的民营企业家，是安徽省代表团中的“农民企业家”、休宁县梅雏
园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胤祥。第一位管理人员则是八届全国人大河南代表团中的职业经理人王遂
舟。虽然新闻媒体从十二届全国人大开始才比较集中地关注农民工代表，但是早在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就已经有农民工代表存在。首先成为农民工代表的是八届全国人大黑龙江代表团的何淑兰( 后转型
成为民营企业家) 和河南代表团焦作煤矿的吕茂盛。整体而言，在经济界吸纳数量最多的是民营企业
家，不过在 2013 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达到顶点之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明显大
幅下降。虽然从八届全国人大才开始吸纳企业的管理及技术人员，但是此后在强调增加“一线代表”的
指引之下，管理及技术人员和农民工代表都呈现出缓慢增长之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经济领域的
新阶层代表已经从十二届全国人大的 403 名减少到了十三届全国人大的 282 名。

除了经济领域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还出现了一些先前未有的律师和民营
非营利机构( 主要为医院和学校) 负责人，以及同属于社会领域内的其他代表人士。虽然这一群体的总
量并不大，但是其发展趋势同样值得从吸纳的角度进行关注。

在社会发展领域，律师明显构成了重点吸纳对象。自七届全国人大开始，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
表整体呈增长之势。自九届全国人大开始，民营学校和医院负责人开始零星进入。此外，包括社工和志
愿者在内的其他社会服务人士，也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案例。显然，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社会发展
领域的吸纳对象起步较晚，而且总量也相对有限。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将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录用过程中的吸纳模式概括为: 自六届全
国人大以来，通过吸纳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对象从农村的致富带头人和城市的个体户开始，逐步扩展
为经济领域内的民营企业家、管理及技术人员和农民工;在社会领域则主要集中于律师和民营非营利机
构负责人。就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状况而言，经济领域的吸纳以民营企业家为主，社会领域的吸纳则以
律师为主。与前期研究相比，这里的基本发现是，尽管民营企业家在政治吸纳的机制中占有较大比例，
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民营企业家并不构成主要的吸纳对象;即使在经济领域，吸纳的对象还包
括民营企业家之外的群体;在经济领域之外，与社会治理有关的对象正在成为新的吸纳对象。

四、结构优化模型

对于任何政治组织的适应性变迁而言，政治吸纳的功能在于将新成员录用进原有的体系之中。显
然，通过吸纳而进入的新成员必然只占原有组织体系的一定组成部分。为了全面理解吸纳模型能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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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现象范围，我们还需要明确，通过吸纳而进入录用过程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历届全国人大之中所占的
具体比例。

表 1:全国人大代表中吸纳对象所占比例
届次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 十三届

第一类( % ) 43． 8 42． 5 46． 6 51． 5 52． 6 49． 2 45． 1 40． 7
第二类( % ) 55． 3 56． 0 50． 6 42． 7 36． 8 36． 8 38． 8 45． 9
第三类( % ) 0． 9 1． 5 2． 8 5． 9 10． 6 14． 0 16． 1 13． 4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在表 1 中，本文将现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按照工作所属部门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和工作人员，即传统意义上的党政干部( 包括人民团体干部) ;第二类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工作
人员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和农民;第三类即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阶层的代表。从六届全国人大开始吸
纳的新兴阶层代表，尽管其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比例最高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也仅占 16． 1%。因
此，在通过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录用过程中的政治吸纳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时，其解释力比
较有限，因为即使自六届全国人大以来，传统部门中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一直没低于过 83． 9%。

表 1 同时显示，在传统部门中，第一、二类代表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以来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结构性
变化。因此，对于这两类全国人大代表而言，其构成的变化并不体现为构成类型的变化，很可能主要体
现为个体属性的某些变化。前文中已经提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及，为了适应履职所
需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要求而不断提高代表的文化程度并合理化年龄结构，一直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工作层面上的努力目标。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工作总结中就曾经提出: 这次新选出的人大
代表，文化程度普遍比上届提高，年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有所提高，为更好地履行
代表职责提供了有利条件。

表 2: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年龄结构: 1983 ～ 2018 年

届次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 十三届
平均年龄 59． 05 56． 06 55． 27 53． 10 51． 65 51． 75 52． 67 52． 67

最低年龄 20 20 21 21 22 23 21 22

年龄中位数 60 56 56 54 52 52 53 54

最高年龄 93 94 89 91 80 80 84 89
有效代表数 1497 2102 1741 1821 2386 2652 2716 262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2 可见，自六届全国人大开始，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最低年龄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六届
全国人大至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的平均年龄、年龄中位数和最高年龄都呈明显下降趋势。
自十届全国人大开始，平均年龄、年龄中位数和最高年龄又略呈上升之势。这一信息清楚表明，在六届
全国人大至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年轻化构成了明显趋势。与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相比，全国
人大代表的整体年龄结构已经明显呈现出阶段性下降，但是年龄的下降趋势到十届全国人大之时已经
基本停止，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整体年龄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显然，年龄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六
届全国人大至十届全国人大期间。

比较表 2 和表 3 可以发现，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吸纳对象无论是平均年龄、年龄中位数还是最高年
龄，都要低于所有代表，但是最低年龄要高于所有代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吸纳对象的平均年龄、年龄
中位数和最高年龄反而基本呈逐届增长之势。由此表明，全国人大代表的年龄结构的优化，主要发生在
吸纳对象之外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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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全国人大代表中吸纳对象的年龄结构: 1983 ～ 2018 年

届次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 十三届

平均年龄 42． 57 44． 32 45． 32 46． 58 48． 10 50． 35 51． 80 51． 08

最低年龄 29 23 24 26 27 28 27 23

年龄中位数 44 47 46 47 48 50 51 53

最高年龄 49 59 65 70 74 71 73 76

有效代表数 7 25 34 90 260 371 438 35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 4: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1983 ～ 2018 年
届次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 十三届

大专比( % ) 4． 2 8． 0 7． 2 7． 5 11． 5 11． 1 10． 9 6． 3

本科比( % ) 17． 9 28． 6 25． 2 30． 6 37． 3 32． 9 29． 5 27． 2

研究生比( % ) 5． 4 6． 2 7． 9 12． 5 30． 6 49． 1 52． 5 52． 9

合计( % ) 27． 5 42． 8 40． 3 50． 6 79． 4 93． 1 92． 9 86． 4
有效代表数 862 1365 1196 1469 2252 2652 2715 2567

全体代表数 2759 2751 2699 2709 2667 2653 2716 262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 4 显示，与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学历构成相比，六届之后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拥有大专以上高
等学历的代表的比例都更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一直呈
上升之势，至十三届全国人大时已经达到了 52． 9%。虽然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拥有高等学历的总体
比例相对于十二届全国人大而言已经有所回落，但是整体比例仍然高达 86． 4%。另外，在全国人大代
表的年轻化的趋势有所减缓的同时，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代表所占比例则在十届之后明显提升。

表 5:全国人大代表中吸纳对象中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1983 ～ 2018 年

届次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 十三届

大专比( % ) 0 2． 6 9． 1 3． 9 22． 3 27 25． 6 16． 6

本科比( % ) 0 7． 7 6． 1 14． 4 22． 4 25． 9 33． 1 29． 0

研究生比( % ) 0 0 1． 5 7． 8 22． 6 31 28． 5 34． 6

合计( % ) 0 10． 3 16． 7 26． 1 67． 3 83． 9 87． 2 80． 2

有效代表数 17 39 66 153 283 371 438 355

全体代表数 2759 2751 2699 2709 2667 2653 2716 2625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比较表 4 和表 5 同样可以看出，在六届全国人大之后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吸纳对象中拥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代表比例，一直低于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平均水平。这同样表明，对于吸纳对象而言，学历优化
并不构成明显趋势。

结合六届之后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年龄和学历构成变化可以发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录用过程
中，通过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途径来优化代表结构以达到提升议政能力的追求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年轻化程度和高学历化的趋势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数据的比
较同时还表明，对于吸纳对象的录用而言，主要依据的是其职业身份与地位，而不要求年龄与学历。经
验数据进一步证明，全国人大代表的吸纳与优化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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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六届全国人大以来的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个体属性资料发现: 政治吸纳模型可以用来解
释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录用模式的变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吸纳模型的解释力
越来越强。但是，截至 2018 年，政治吸纳模型所能够解释的对象，只是全国人大代表实际构成的小部
分。在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录用模式的具体变化过程中，对于比例更大的原有成分的代表，主要是以年轻
化和高学历化为标准，通过传统结构的优化来提升全国人大代表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

前期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变化对中国政治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
调全国人大的职能强化，尤其是立法和监督职能的强化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但是这
二者之间缺乏一种中间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在二者之间提供了一种中介，即为了达到全国人大的立
法和监督能力提升而促进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录用模式的改革，建立了三种
有利于稳定的实现机制:在代表最外层，通过政治吸纳而录用新成员，从而获得了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
的新的支持群体进入全国人大。对于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代表，则主要通过年龄和学历的优化而实现履
职能力的提升。在内核，在中国政治体系中起着最为重要的稳定作用的各级党政干部，占全国人大代表
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40%以上。

因此，对于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党政管理群体而言，主要是执政党的干部政策中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
自动促成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党政干部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在将党政干部维持在 40%以上的比
例的同时，通过对传统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代表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再加上对新兴阶层的吸纳，共同
构成了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录用模式变化的三种机制。这一发现不但可以在理论上回应关于政治
吸纳模型是否可以解释全国人大代表的录用模式变化，而且还将对现实政治的运行有所启示。前面的
研究已经显示，自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的平均年龄略呈上升之势;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的高学历代表的比例低于十二届全国人大的水平。这就表明，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追求已经达到了极
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接下来是维持现有的代表结构模式，还是会通过其他途径来优化代表结构
或提高吸纳比例? 这一现象值得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同时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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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opt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e Change Model
of Political Ｒecruitment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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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at － sen University，Guangzhou)

Abstract: Can the political cooptation model raised in studies o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 used to explain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recruitment in the reform era? Based on a distinctive databas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from 1983
through 2018，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n obvious trend of political cooptation exists in the political recruitment process． But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olitical cooptation is less that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the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
gres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recruitment includes both the political cooptation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e ex-
planation of both cooptation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political recruitmen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Key word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olitical Ｒecruitment; Political Coopta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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